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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颗粒物（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 ）对地表景观结构的响应研
究进展

娄彩荣１，２，刘红玉
１，∗，李玉玲１，李玉凤１

１ 江苏省地理环境演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２ 南通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南通　 ２２６００７

摘要：颗粒物 ＰＭ２．５、ＰＭ１０是近年来我国大气首要污染物，威胁环境和人类健康。 地表景观结构直接或间接影响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浓

度，了解其影响过程和机理对于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系统总结了国内外关于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对地表景观结构响应的研究

成果，指出研究中出现不确定性的可能影响因素，并对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得出基本结论：①地表景观类型的构成及其

格局显著影响大气颗粒物浓度，成为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的“源”和“汇”。 ②地表景观结构引起局地气候变化并影响颗粒物的迁移转

化，但其影响过程和机理复杂，研究结论并不明确。 ③颗粒物浓度和地表景观数据主要通过实际监测或遥感处理方法获得，但
因为获取方法、监测点微观环境及遥感影像等因素影响，导致数据具有不确定性，加上时空尺度相对应的复杂性，大大限制了地

表景观结构与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响应关系的研究进展，是未来要突破的难点。 ④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对地表景观结构响应的区域时空差异及

过程，局地小气候变化对颗粒物浓度的影响过程和强度，主要景观类型尤其是水体、湿地景观对大气颗粒物浓度的影响过程、机
理与贡献程度等是未来需要关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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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ｉｒ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高浓度颗粒物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所导致的霾污染天气在很多城市经常发生，是当前我国城市和区域所面临的最

突出的大气污染问题［１］，对 ＰＭ２．５和 ＰＭ１０的研究与治理成为政府管理部门、科研工作者以及普通民众共同关

注的热点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快速进程中，大气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其中，城市化影响下的

地表景观结构改变最为明显［２⁃３］，而这种改变明显影响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浓度。 一方面，各种景观类型的组成和格

局直接作用于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使其增加或减少；另一方面，地表景观结构变化引起局地气候发生变化，从而影响

颗粒物的迁移转化。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污染是各种污染物长期积淀和叠加的结果，多数研究关注的气象条件只是外

因，人类活动不断排放的污染物才是其内因。 但是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进程无法阻挡。 因此，从
长远的角度看，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并行前进的状态下，除了控制污染物排放外，找到更合适的土地利用方

式，更科学的景观格局配置，也许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国内外对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的研究主要关注其组分和源解

析［４⁃５］、变化特征和机理［６⁃８］以及模型预测［９⁃１０］等方面，近年来才开始注意到地表景观结构对大气颗粒物的影

响，但研究成果较少。 本文从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对地表景观结构响应的研究角度进行综述，分析不同地表景观类型

和空间格局对大气颗粒物的影响，进一步探讨研究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并提出今后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１　 大气颗粒物（ＰＭ２．５、ＰＭ１０）、地表景观结构及其数据获取

１．１　 ＰＭ２．５、ＰＭ１０的产生和消亡

ＰＭ２．５和 ＰＭ１０分别指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 ２．５μｍ、１０μｍ 的颗粒物，均是大气颗粒污染物的重要组成

部分。 尤其是 ＰＭ２．５具有粒径小、在空气中远距离传播、停留时间长，比面积大且易吸附携带大量有害物质和

可入人体肺泡等特点，威胁环境和人类健康，已经被国内外大量研究所证实［１１⁃１２］。 一般认为，ＰＭ２．５和 ＰＭ１０是

由自然和人为活动共同作用产生。 其中，ＰＭ２．５来源于工业废气、汽车尾气、燃料和生物质燃烧等污染物及其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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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系列反应形成的二次颗粒物，而 ＰＭ１０更多来源于交通、城市建设活动等引起的扬尘和沙尘等［４⁃５，１３］。
颗粒物产生和增加过程包括气态污染物积累叠加、气态—颗粒物转化、颗粒物之间碰并、吸湿增长等过程，当
气候条件因素形成（稳定或弱天气系统），颗粒物积累到一定程度便暴发为霾污染［１４⁃１５］。 王跃思等［１］ 认为造

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我国东部地区强霾污染的外部条件是天气系统弱、强冷空气活动少和极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

的局地气象条件及地理位置，内因则是大气中积累的一次气态污染物向颗粒态的快速转化。 颗粒物减少过程

包含干沉降、湿沉降、垂直和水平扩散等过程［１４，１６］。 干沉降主要是粒径较大的颗粒物由于重力作用在空中滞

留时间短，与地表景观碰撞摩擦被吸附或沉降至地面，ＰＭ２．５等小粒径颗粒物在静止大气中从对流层上部落回

到地表需要几天到几十天，除了被植物叶片吸附，很难靠重力沉降到地面，主要通过颗粒物的吸湿增长、聚合

及与云滴、雨滴的并合，然后被雨、雾和雪等携带、溶解和冲刷回到地表，即湿沉降。 颗粒物在风作用下垂直和

水平扩散也是其浓度改变的主要方式［１４，１７］。
１．２　 地表景观结构及景观类型划分

景观是由多个景观要素单元构成的异质性地域或不同土地利用镶嵌体，在地表经常表现为不同的土地利

用 ／土地覆被（ＬＵＬＣ）类型［１８］，景观生态学中也称之为景观类型。 本文所说的地表景观结构包含景观类型的

构成（景观类型及面积比例）及其空间格局（各种景观类型的形状、配置与空间排列方式）两方面含义。 不同

景观结构内部的水文、气候、动植物包括人类活动均有所差异，而地表景观是大气环境的下垫面，时刻影响大

气颗粒物的存在状态和扩散方式。
对地表进行明确的景观类型划分是景观和大气颗粒物污染关系分析的前提和基础。 研究尺度不同，景观

分类差异较大，如表 １ 所示。 宏观尺度（全国或区域层面）研究通常按照地表 ＬＵＬＣ 来划分景观类型，常见的

分类结果为城市用地（或城镇、城市建设用地）、耕地 ／农田、林地、草地、水体、未利用地（或裸地、荒地）等 ６ 大

类。 其中，城市被笼统归为一种景观。 当研究尺度降到城市层面时，多数研究会从城市土地利用功能角度进

行景观分类，比如居住用地、工业用地、交通用地等，这种分类方法主要结合污染物的排放源，能更清晰反映城

市不同功能区对颗粒物浓度的贡献程度。 而研究尺度较小或为微观尺度时，景观分类更多考虑景观格局差

异。 除了选用传统的景观格局指数外（表 ２），一些研究还引入绿地覆盖率、植被指数和建筑指数等连续地表

参数来反映地表景观结构特征和差异。

表 １　 与颗粒物研究有关的景观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ｆ ａｉｒ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

研究尺度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ａｌｅ

研究目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ｕｒｐｏｓｅ

景观分类依据及分类结果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区域或城市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ｒ ｃｉｔｙ 颗粒物浓度对 ＬＵＬＣ 的响应

ＬＵＬＣ［１９⁃２０］ ：城市用地（或城镇、城市建设用地）、耕地 ／ 农田、林地（绿地）、草地、水
体、未利用地（或裸地、荒地）等

区域或城市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ｒ ｃｉｔｙ

颗粒物浓度对城市化进程及城
市扩展的响应

城市化程度［２１⁃２２］ ：（１）城市景观和非城市景观；（２）城市景观、郊区景观和农村景
观；（３）高城市化区和低城市化区

区域或城市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ｒ ｃｉｔｙ

土地利用回归模型构建和预测
颗粒物浓度

ＬＵＬＣ［２３］ ：城市建设用地、旱田、水田、草地等 ２０ 种用地类型；城市功能区［９，２４⁃２５］ ：
居住用地、绿地、城市设施、工业用地、办公 ／ 商业用地、交通用地、军事用地、农业
用地、未利用地

城市
Ｃｉｔｙ

颗粒物浓度对城市内部景观类
型及格局的响应

城市功能区［２６］ ：居住用地、工业用地、交通用地、城市绿地、城市林地、耕地、村镇
建设用地等

城市
Ｃｉｔｙ

颗粒物浓度对城市空间形态和
格局的响应

城市空间形态［２７］ ：蔓延型、集聚型城市形态

单一景观类型
Ｓｉｎｇｌ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颗粒物浓度对单一景观类型内
部格局变化的响应

生活型［２８］ ：针叶林、阔叶林、混交林、灌丛、草地；绿地群落［２９］ ：林地、草地、疏林草
地、道路绿地、密林地

１．３　 相关数据获取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对地表景观结构响应研究涉及两方面数据。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数据一般利用常规监测手段或遥感影

像反演获得。 监测方法是使用地面仪器选择监测点进行监测，这种方法精度高、时间连续，但仅适应于中小尺

３　 ２１ 期 　 　 　 娄彩荣　 等：大气颗粒物（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对地表景观结构的响应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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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或微观环境下使用，而当需要城市或区域面状的大气颗粒物信息时，很难用常规观测方法进行，遥感影像反

演成为当前比较常用的方法。 主要原理是利用遥感影像上的光谱特征，建立遥感反演模型，获取气溶胶厚度

（ＡＯＤ）信息，然后通过分析 ＡＯＤ 和近地面颗粒物浓度的关系，构建拟合方程估算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浓度。 目前已有

较多研究成果。 陶金花等［３０］通过遥感反演的近地面 ＰＭ２．５与地面实际监测数据在趋势上基本一致，相关关系

Ｒ２达到 ０．６１。 Ｃｈｕｄｎｏｖｓｋｙ 等［３１］利用高分辨率 ＡＯＤ 反演数据得到 ＰＭ２．５预测值和实测值的 Ｒ２高达 ０．８９。 另一

种获取面状颗粒物数据的方法是从点到面，即通过地面站点实测数据进行插值获得空间上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 信

息［２０，３２］，但这类研究要求地面监测站点数量必须要足够多而且分布较均匀。
大尺度层面的地表景观结构信息多数是采用遥感影像解译获取，与同时段、同分辨率或经过处理达到相

同分辨率的图像数据反演获取的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数据叠加，然后按照不同景观类型来统计对应的颗粒物浓度。 微

观研究多是在特定景观类型中设置监测点，以监测点获取数据代表该类景观的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浓度，进而分析同

一景观类型不同规模，或不同景观类型组合即空间格局不同时大气颗粒物浓度的差异。 中等尺度城市层面的

研究以上两种方法都有采用。

２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对地表景观结构的响应

２．１　 地表景观结构对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的直接作用

地表景观结构对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的直接影响研究一般被转化为 ＬＵＬＣ 及空间格局与大气颗粒物的相关关系

分析。 从主要的景观类型看：
（１）城市景观

地表景观类型中影响大气颗粒物浓度的首要类型是城市景观，通常被看作是颗粒物最重要的排放源。 城

市化和经济快速发展导致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张，一方面大量工业活动和能源消耗集中在城市及周边区域，大
气污染物集中排放，同时人口迅速集聚，更多交通、城市建设等人类活动带来的汽车尾气和扬尘直接增加大气

颗粒物浓度，致使区域内城市 ＰＭ２．５、ＰＭ１０浓度高于郊区和农村［２１，３３］，也高于林地、农田等其他景观类型，且城

市建设用地面积越大颗粒物浓度越高，如表 ２ 所示。 对于城市内部而言，高浓度 ＰＭ２．５主要分布在居住用地、
工业用地、交通用地及道路拥堵结节点［２６］，可能与这些区域的能源燃烧和汽车尾气排放有关。 ＰＭ１０对城市建

设活动响应更明显，Ｆｏｎｔ 等［３４］对道路拓宽建设活动期间及前后的 ＰＭ２．５、ＰＭ１０浓度进行了连续观测，发现活动

期间和工程完成后 ＰＭ１０明显升高，ＰＭ２．５变化不大。 许珊等［２０］ 也证实了 ＬＵＬＣ 对 ＰＭ１０浓度影响相对不稳定，
易受不同季节局地尺度的工业生产、建筑开发活动影响。

从景观空间格局上看，建筑用地面积比、建筑用地最大斑块面积和破碎度［３５］ 等指标与 ＰＭ１０浓度均呈正

相关，反映出城市建筑用地格局对颗粒物浓度影响较大。 作为城市景观格局特征之一，城市形态和城市空间

结构也影响 ＰＭ２．５分布。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集聚发展和蔓延发展两种格局类型，集聚型城市土地利用

方式能显著改变居民出行行为，增加公共交通的分担率，从而有效降低汽车使用率和尾气排放量；而受到低密

度、机动车导向的蔓延型城市格局，污染物排放更高，空气质量也较差［２７，３６］。 两种方案对比研究表明，集聚型

城市比蔓延型城市在汽车尾气排放方面能预期减少包含 ７．８％的碳氢化合物、６．３％的一氧化碳、５．５％的氮氧

化合物［３７］，而这些是影响 ＰＭ２．５浓度的主要污染物。
尽管城市地表景观结构错综复杂，能降低风速，改变颗粒物的流速和方向，使较大颗粒物重力干沉降加

快［２３］，甚至建筑物墙面和道路表面能滞留和承载部分粉尘，但没有降水的情况下加上道路、墙面粗糙程度低，
表面浮尘很容易被风吹起成为二次扬尘。 综合来看，区域内城市是颗粒物的“源”景观，城市颗粒物浓度高于

其他景观类型。 城市内部，ＰＭ２．５对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和交通用地响应明显，而 ＰＭ１０对城市建设活动区的响

应更明显，城市形态和格局影响大气颗粒物浓度。
（２）林地、城市绿地和草地

林地、城市绿地和草地可通过植物叶面、枝条表面、茎杆或者气孔、皮孔吸收直接捕获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起到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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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作用，通过植被覆盖地表减少地面扬尘，其复杂的冠层结构还可降低风速促进颗粒物沉降或改变风速阻拦

颗粒物进入局部区域［３８⁃３９］，降低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浓度。 许多研究均表明（表 ２），林地 ＰＭ２．５和 ＰＭ１０浓度低于林外

和城市背景值［４０⁃４１］。 许珊等［２０］还发现，无论冬季和夏季，林地 ＰＭ２．５浓度均低于其他景观类型，且林地、绿地

面积比与 ＰＭ２．５浓度呈负相关。 孙娜［４２］用遥感反演的方法证明草地、林地 ＰＭ１０浓度低于农田、建筑区和荒漠

荒地。 Ｋｉｎｇ 等［４３］指出纽约城市森林对 ＰＭ１０的削减能力达 ４％—２０％。 但也有学者认为，林带对颗粒物阻滞

作用对 ＰＭ１０影响较显著，对 ＰＭ２．５没有明显影响［４４］。 林地和城市绿地影响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主要因素有：①植被覆

盖率或绿地率。 植被覆盖率越大，林地密度越大，颗粒物浓度越小［２０，４５］。 城市绿地斑块面积越大，滞尘能力

越强，对颗粒物浓度降低作用的范围也越大［２６］。 ②植被群落结构和生长季节。 城市道路绿地对 ＰＭ２．５消减作

用与绿化带宽度及植物群落格局相关，群落内郁闭度高、多复层格局的绿地景观对 ＰＭ２．５消减作用优于郁闭度

低、单层配置绿地景观模式［４６］。 叶片充分发育季节，灌木和阔叶林的滞尘能力最好，而在落叶季节，针叶林和

混合林滞尘能力最好［３８］。 ③大气污染程度。 不同的污染背景下，道路绿地景观对 ＰＭ２．５消减作用不同。 随

ＰＭ２．５浓度增大，道路绿地对 ＰＭ２．５消减作用减弱［４６］。 草地因植被较矮，无法影响悬浮在空中的颗粒物，但因草

丛覆盖减少了地面尘源，草地颗粒物浓度低于城市建设用地、工业用地等景观类型［４２，４７］。 但草地滞尘能力比

林地和城市绿地弱［２８］。
林地、城市绿地和草地能有效滞尘，成为颗粒物的“汇”景观，但总体表现出对 ＰＭ１０有更显著的影响作用。

同时，植被吸附、阻滞大气颗粒物的能力有季节差异［４３］，大多数研究成果中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浓度呈现出“冬季高、
夏秋季节低”变化趋势［２１，２５，４８］，植被滞尘能力的季节变化是其原因之一。

表 ２　 ＬＵＬＣ 与颗粒物响应关系的部分研究成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ＵＬＣ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ａｉ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ｓ

景观结构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主要研究结果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许珊等［２０］

Ｘｕ Ｓ， ｅｔ ａｌ
ＰＬ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Ｇ、 ＰＡＦＲＡＣ、
ＡＩ、ＳＨＤＩ、ＩＪＩ

ＰＭ２．５浓度，冬季：建设用地＞道路＞水域＞林地；秋季：水域＞建设用地＞＞道路＞林
地；建设用地和道路 ＰＬＡＮＤ 与 ＰＭ２．５呈显著正相关；林地、绿地、耕地 ＰＬＡＮＤ 与

ＰＭ２．５ 呈负相关；ＩＪＩ、ＳＨＤＩ 与 ＰＭ２．５呈正相关

岳辉［４９］

Ｙｕｅ Ｈ， ｅｔ ａｌ
植被指数 建设用地面积比、水体面积比与 ＰＭ１０浓度呈正相关；植被指数与 ＰＭ１０呈负相关

孙娜［４２］

Ｓｕｎ Ｎ， ｅｔ ａｌ
植被覆盖度 植被覆盖度与 ＰＭ１０呈负相关；草地、林地 ＰＭ１０浓度低于农田、建筑区和荒漠荒地

莫莉等［５０］

Ｍｏ Ｌ， ｅｔ ａｌ
林木覆盖率 林木覆盖率与年均 ＰＭ１０、ＰＭ２．５浓度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７７５、－０．８３８

李松等［５１］

Ｌｉ Ｓ， ｅｔ ａｌ
建筑用地密度 ＰＭ２．５浓度与建筑用地密度相关系数为－０．６９０

贾军强［５２］

Ｊｉａ Ｊ Ｑ， ｅｔ ａｌ
植被覆盖度

ＡＯＤ 值顺序：城镇覆被＞棉花覆被＞农村居民点、一年一熟和一年两熟覆被＞果园
覆被

丁宇等［５３］

Ｄｉ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景观异质性：ＦＮ、ＬＳＮ、ＡＩ

珠三角地区森林覆盖率 ３０％，对 ＰＭ１０的削减达 ４．１％；景观类型的 ＰＭ１０干沉降通

量：林地＞水体＞农田＞草地；空间异质性区域 ＰＭ１０干沉降通量：中＞低＞高

李新宇等［４６］

Ｌｉ Ｘ Ｙ， ｅｔ ａｌ

低污染（ＰＭ２．５＜１００μｇ ／ ｍ３），２６ｍ 和 ３６ｍ 米绿带削减 ＰＭ２．５最强，达 １２．２２％； 中等

污染（１０１μｇ ／ ｍ３＜ ＰＭ２．５＜２００μｇ ／ ｍ３），以乔木林为主的郁闭度高的群落配置具有

削减作用；高污染（ＰＭ２．５＞２０１μｇ ／ ｍ３），无削减作用

　 　 ＰＬＡＮＤ：景观类型面积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ＣＯＮＴＡＧ：蔓延度指数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ＰＡＦＲＡＣ：周长面积分维数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Ａｒｅａ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Ｉ：聚集度指数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ＳＨＤＩ：香浓多样性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ＩＪＩ：散布与并列指数 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ｕｘｔ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ＦＮ：景观破碎度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ＬＳＮ：景观分维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３）农田景观

与林地、城市绿地的滞尘作用不同，农田景观对大气颗粒物影响是双向的。 第一，作为地表植被的一种，
农田景观颗粒物浓度低于建设用地、交通用地等景观类型［４２，５４］能反映出其一定程度的滞尘作用，但是农作物

整齐的种植方式降低了植被表面粗糙度，对大气颗粒物阻滞作用减弱。 第二，季节不同，农作物覆被差异较

５　 ２１ 期 　 　 　 娄彩荣　 等：大气颗粒物（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对地表景观结构的响应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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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对颗粒物浓度的影响作用也不同。 在农作物生长茂盛季节，地表植被覆盖能抑制地面扬尘，同时还通过叶

片吸附作用降低颗粒物浓度；而在农作物收割和播种季节，地表缺少植被覆盖，土壤结构被破坏以后表面硬度

降低，大量粉尘和粘性物质暴露在外，遇到风蚀便扬起沙尘，加上农作物秸秆燃烧，致使农田地区颗粒物浓度

上升［５５⁃５７］。 Ｃｈｅｎ 等［５８］发现，２００９ 年天津市因风蚀作用使市区和农村的 ＰＭ１０排放量分别为 １７３００ｔ、４０７００ｔ，其
中，粉尘排放总量中农田贡献高达 ９９．５％，而林地和草地贡献仅占 ０．５％。 第三，农田景观本身因为消耗化石

燃料和农业操作，排放颗粒物。 同时因施用化肥、农药等，以及农作物生长期间和腐烂之后排放出不同污染

物，这些可能是 ＰＭ２．５的组成部分或前体物［５５，５９］，导致颗粒物污染加重。 总的看来，农田对颗粒物的影响表现

为源、汇作用相互交错，颗粒物浓度随季节波动变化。
（４）湿地和水体

从查阅的文献看，在 ＬＵＬＣ 与颗粒物关系的研究中，单独分析水体和湿地的成果非常少。 但从表 ２ 中仍

能看出水体的颗粒物浓度较高，而且季节差异较大。 从污染排放的角度分析，清洁水体不会排放颗粒物，但是

污染水体可能会释放影响颗粒物的污染气体。 水体的增湿效应可能是影响颗粒物浓度的主要原因。 湿地因

其丰富的植物群落，能有效调节大气组分，起到净化空气作用。 理论上，湿地面积越大越利于降低颗粒物浓

度，但目前并未见明确的研究结论。
（５）荒漠地、裸地等未利用地。 这类景观缺少植被覆盖，地表粗糙度低，易受风蚀作用引起地面扬尘，研

究表明荒漠地、裸地等未利用地的 ＰＭ１０浓度较高［４２］。
２．２　 地表景观结构对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的间接作用

地表景观类型的构成及其空间格局的改变可引起局地大气温、湿度以及风向风速等气象条件发生变化

（地—气系统），与季节尺度和强对流天气条件相比，这种改变是微弱并相对稳定的，在弱天气系统时该变化

对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存在状态和扩散方式影响较大。 其中，以城市地—气系统变化和林地、湿地和水域等地表景观

引起的“冷湿效应”影响最为明显。
２．２．１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对城市地－气系统变化的响应

（１）城市热岛效应与颗粒物浓度。 城市地表景观特殊性引起的热岛效应是城市局地气候最突出的特征

之一［６０⁃６１］。 Ｈａｍｄｉ 等［６２］通过长时间的数值模拟发现城市化导致布鲁塞尔地区的最高、最低气温上升速率分

别增加 ０．０５℃ ／ １０ａ 和 ０．１４℃ ／ １０ａ，Ｔｒｕｓｉｌｏｖａ 等［６３］同样利用数值模拟发现城市区域夏季气温日较差下降（１．２６
±０．７１）℃，冬季下降（０．７３±０．５４）℃。 Ｚｈａｎｇ 等［６４］认为城市化效应引起城市地区冬季平均地表气温上升（０．４５
±０．４３）℃，夏季上升（１．９±０．５５）℃。 由此看来，城市景观结构改变引起地表增温是大多数研究所认同的结论。
同时，城市景观的空间格局也影响地表温度，Ｗｕ 等［６５］使用遥感解译方法发现城市从热场中心到边缘，建筑斑

块密度下降，而水体、森林和农田斑块密度增加。
温度影响大气颗粒物的迁移转化。 季节尺度上，温度越高，尤其是温差越大越利于颗粒物扩散，ＰＭ２．５浓

度的季节差异正是温度对其显著影响的反映。 郭元喜等［６６］ 指出我国中东部湿润区域 ＰＭ１０浓度与气温日较

差呈负相关。 但蒋永成等［１７］对福州冬季一次 ＰＭ２．５过程分析发现，地面气温与 ＰＭ２．５浓度呈正相关，原因是高

温有助于气粒转化。 说明在较短时间尺度上，温度升高可能加重大气污染。 另外，当城市热岛形成时，热场中

心暖轻的微气流上升，抬升到一定高度后降温膨胀向四周辐散下沉，地表大量的污染物会随之抬升再向四周

扩散，而郊外的冷空气又从近地面层不断涌入到市区，致使污染物在局地环流的作用下聚集在城市上空且相

对稳定。 城市热岛效应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大气逆温，致使 ＰＭ２．５不易扩散［６７］。 可见，城市热岛效应

可能会延长污染持续时间或加重污染水平。
（２）城市降水与颗粒物浓度。 城市扩展对降水量是增多或是减少还存在争议。 有研究证明城市化驱动

下的土地利用改变明显影响降水。 城市热岛引起近地面的大气辐合上升并诱发暴雨［６８］，城市面积扩大显著

增加当地极端降雨［６９］。 Ｃｈｅｎ 等［７０］指出城市化使台北地区下午雷暴频次增加 ６７％，引起降水增加 ７７％。 但

也有研究反映城市化对降水的影响有季节差异，甚至可能使城市降水减少。 Ｃｈｅｎｇ 等［７１］ 发现城市化对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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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气候的影响在冬、夏季不同，城市扩展导致珠三角夏季降水增强，但冬季降水减少。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等［７２］ 认为长

三角地区城市化对当地降水减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降水可以直接降低大气颗粒物的浓度，但降低程度与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相关。 Ｂｕｃｈｈｏｌｚ 等［７３］ 研究得

出，ＰＭ１０与日总降水量呈负相关。 Ｗｅｉ 等［７４］ 发现北京市 ＰＭ２．５浓度与累积降雨量呈负相关（Ｒ２为 ０．６６８—０．
９７４），其中，每 ５ｍｍ 降水可降低 ＰＭ２．５浓度 １０—３０μｇ ／ ｍ３。 胡敏等［７５］分析发现夏季降雨过程对粗粒子和细粒

子都有去除作用，对细粒子去除作用更明显，降雨后 ＰＭ１０、ＰＭ１．８浓度分别约降低 ３ 倍、６ 倍。 董继元等［７６］认为

连续降水对 ＰＭ１０湿清除能力存在最低极限。 超过一定的极限后，降水对 ＰＭ１０的清除作用减弱，浓度值有可能

增加［７６］。 综合看，城市景观结构特殊性引起的城市降水对颗粒物浓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降水对哪类颗粒

物作用更显著也无统一结论。
２．２．２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对地表景观冷湿效应的响应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和水域对地表生态环境有冷湿效应［７７⁃７８］，其降温、增湿程度与绿地类型、面积、形状

及植被遮荫面积等密切相关，其中，增湿程度与植被的郁闭度和植物三维绿量呈正相关关系［７９⁃８０］。 大面积分

布的水体或湿地容易形成“城市冷岛”，冷湿效应的强度与湿地斑块的形状、位置相关，湿地面积越大，其冷湿

效应越强，相同面积城市湿地蒸发量是水体的 ２—３ 倍，湿地冷湿效应更加明显［８１⁃８３］。
温度微变化对颗粒物影响作用不再赘述。 湿度对颗粒物的影响机理比较复杂。 根据 Ｍａ 等［１５］ 对霾和雾

的区分，霾是未被活化的气溶胶，霾污染时能见度降低是气溶胶吸湿增长或浓度升高造成的，而雾滴是已经活

化的气溶胶形成的液滴，大气中有雾滴存在才可称为雾。 雾和霾的本质区别在于颗粒物尺度和含水量的差

异。 张振华［８４］对杭州市分析发现，当 ＲＨ 较小时，随湿度增大，ＰＭ２．５明显升高，ＲＨ 达到 ８０％时，ＰＭ２．５达到最

大值，随后，ＲＨ 值增加，ＰＭ２．５浓度下降。 由此可见，低湿度条件下，颗粒物表面吸附能力小，不易凝聚沉降，随
湿度增加，颗粒物吸湿增长和累积导致浓度增加，地表增湿效应可能加剧这一过程；而湿度达到一定高度时，
颗粒物活化形成雾滴，这时湿度再增加可能会加速雨滴、雾滴形成，促进颗粒物湿沉降过程，起清除作用。 可

见，湿度对颗粒物影响作用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加上季节造成地表景观气候调节效应差异，如蒸腾作用的

强弱随季节不同发生变化，地表景观冷湿效应对大气颗粒物的影响机制更加复杂，目前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结论

综述分析表明，我国对大气颗粒物污染研究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 影响颗粒物浓度的因素较多，从边界

层天气条件到下垫面地表景观结构差异，复杂多样，目前地表景观结构对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的影响研究开始受到关

注。 通过综述相关文献，得出基本结论：城市扩张增强了城市大气环境污染。 从景观类型上看，城市建设用

地、工业用地和交通用地对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浓度增加的贡献较大，是大气颗粒物主要的“源”景观；林地、草地和城

市绿地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和降低颗粒物浓度，成为“汇”景观；农田景观的“源”、“汇”作用随季节更替而变

化；湿地与水体景观对大气颗粒物的影响作用并不明确，不能简单归类到“源”或“汇”景观中。 从景观空间格

局看，“源”景观的面积比例越大，聚集度越高，密度越大，对颗粒物浓度增加作用越大，“汇”景观的面积比例

越大，聚集度越高，对颗粒物浓度降低作用则越大。 因 ＰＭ２．５和 ＰＭ１０的生消机理差异，各种地表景观结构对不

同粒径颗粒物的影响方式和作用大小存在差异。 另外，地表景观结构引起的局地气候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

了大环境气候对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浓度影响的方向和程度。
３．２　 地表景观结构与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响应关系的不确定性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与地表景观结构的数据获取、两类数据尺度对接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以

及两者关系的复杂性导致研究中出现很多不确定结果，这些难点大大限制了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１）数据获取带来的不确定性。 准确获取颗粒物浓度信息是分析其与地表景观结构关系的前提。 但目

前大气颗粒物浓度分布与景观格局关系的研究中，景观类型和格局数据一般来源于遥感数据，但遥感数据本

７　 ２１ 期 　 　 　 娄彩荣　 等：大气颗粒物（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对地表景观结构的响应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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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因地表参数和精度不同具有不确定性，另外，多源、多时像遥感影像数据因分辨率和季相造成的地表景观的

不同给分类也带来不确定性。 大气颗粒物浓度一般通过监测点监测、遥感影像反演获得。 由于监测点周边的

环境和监测点高度造成监测的数据可能仅代表小范围、瞬时或微气候环境下的空气质量，遥感反演的颗粒物

信息同样因为遥感数据本身的因素会给研究结果带来不确定。
（２）研究尺度导致的不确定性。 如果考虑到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监测获取数据的微观复杂环境（微环境的景观粗

糙度、高度），可能景观格局的尺度和维度与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数据对应起来更有困难。 而且颗粒物污染是大气问

题，采用何种时空尺度的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数据和景观格局数据对接，才能较好反应颗粒物对地表景观结构的响应

过程，而又不能掩盖掉季节性差异，这些因素也很难确定。 另外，城市内部的景观结构，尤其是城市三维特征

的景观格局参数与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的关系也未见报道。
（３）地表景观结构与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响应关系的复杂性。 制约城市大气污染物扩散、迁移和转化的因子是多

尺度、多渠道的。 如果把人类活动排放污染物的影响看作是稳定的，一次颗粒物重污染事件往往是由不利的

大尺度天气形势引起，与较强的大尺度环流对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显著作用相比，地表景观结构变化是否能够影响颗

粒物的迁移、转化和分布以及影响程度是多少，地表景观结构对颗粒物浓度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哪方面更

强或贡献更大，以及不同地表景观结构对颗粒物浓度变化的贡献程度有多大，这方面的文献非常缺乏。 所有

作用力的耦合导致地表景观结构与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响应关系非常复杂，成为研究难点。
３．３　 未来研究重点展望

“地”、“气”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颗粒物污染是气象条件、人类活动和地表景观结构相互作用、协
同变化和耦合作用的结果。 大气颗粒物既来源于地表，更受地表土地利用与景观结构影响，因此，开展大气颗

粒物对地表景观结构响应关系研究，对大气污染治理，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但目前该方面研究刚刚起步，未来研究需要更长时间、更高密度、更准确的颗粒物数据，与更合适的景观结构

尺度对应，定量分析出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地表景观对大气颗粒物的作用。 具体需要进一步关注

的研究领域如下：
（１）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对地表景观结构响应的区域尺度研究和区域差异研究。 大气污染往往是区域共有现象，

需要联防联治，目前，我国大气污染治理逐渐由“点源”向“面源”方向发展。 受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数据或方法的限

制，城市尺度和微观尺度研究成果较多，而区域尺度较少。 因此，研究尺度需要由城市向区域尺度发展，尤其

是危害性更大的细颗粒物 ＰＭ２．５对区域尺度地表景观结构响应的研究应该被重点关注。 另外，不同区域地表

景观格局存在较大差异，从区域差异视角研究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对地表景观格局响应的研究也可能会成为未来研究

的方向之一。
（２）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对地表景观格局响应研究。 景观格局强调土地利用景观要素的空间聚集性、连通性以及

散布性等空间组合特征，对大气污染物质聚集与扩散具有重要影响。 目前研究主要围绕景观类型与颗粒物浓

度关系，而从景观格局角度揭示 ＰＭ２．５、ＰＭ１０空间扩散特征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
（３）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对地表景观结构响应的时空尺度与过程研究。 颗粒污染物形成及其在大气中累积与扩散

受到多尺度时空过程影响。 尤其是地表景观结构随时间变化显著，引起的局地小气候变化强度在不同季节也

有差异，未来研究应该跟踪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污染过程的时空尺度特征，揭示不同时空尺度的响应机制。
（４）主要景观类型及其气候效应与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响应的关系研究。 气象条件对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累积与扩散产

生重要影响，尤其是湿度对 ＰＭ２．５ ／ ＰＭ１０影响机理较为复杂，导致某些景观类型（如湿地、水体等）及其气候效

应对颗粒物影响的研究结论到目前尚未达成共识。 因此未来需要从机理上认识颗粒物污染对景观格局响应

的过程，特别是湿地和水体景观与 ＰＭ２．５响应过程的关系应该被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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